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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体诗 

第一节  古体诗概述 

中国古代诗歌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体裁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关于中国古代诗歌的分类

有多种意见：在《唐诗三百首》中，将诗分为古诗、律诗、绝句三类，又附有乐府一类；古诗、

律诗、绝句又各分为五言、七言，这是一种分法。沈德潜所编的《唐诗别裁》未将乐府独立，

不过增加了五言长律一类，这是另一种分法。南宋郭知达所编的《九家集注杜诗》则简单地分

为古诗和近体诗两大类，这是第三种分法。我们结合上述三种分类法再参照其他的分类法为大

家进行介绍。 

从格律上看，诗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古体诗是指与近体诗相对而言的诗体。古体诗形

式比较自由，没有太多格律，不讲求对仗和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

言、六言、七言和杂言体。唐代以后，四言诗、六言诗很少见了，所以通常诗集只分为五言、

七言两类，三五七言兼用者，一般也算七言古诗。近体诗形成前，各种诗歌体裁均称古体诗或

古风。 

最古老的诗是二言诗，由两个字构成一句，例如《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表现

初民制造一种简陋的弹弓去打猎，这就是很典型的二言诗。不过二言过于简单，不容易表现日

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感情，所以后来扩大而为四言，《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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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诗为主。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

的典范。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古诗十九首》都是五

言古诗。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南北朝时期的诗大都是五古，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

诗中五古也较多。七古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到了唐代，七古才大量地出现，唐人又称七

古为长句。 

杂言诗也属于古体诗，诗句长短不齐，少则一字，多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

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唐代的

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李白的《长相思》；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骆宾王

的《帝京篇》；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杜甫的《兵车行》；有以四、七言

为主杂以三、五、六、八、九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

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汉魏以来乐府诗通常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

唐人乐府诗则多不合乐。 

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的诗歌，但

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是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体诗有律化倾向，乃至

古体诗中常融入近体诗句式；但也有些古体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诗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杂散

句。此外，唐以前即有以四句为单位的绝句，或称“古绝”，唐时也有作者，这与严格讲究平仄、

押韵等的“律绝”不同，有人认为属古体诗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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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古体诗格律 

一、句  式 

（一）四言诗 

四言诗指的是每句四个字的诗，是古代产生得最早的一种诗体，盛行于西周、春秋战国时

期。《诗经》中的《国风》《小雅》《大雅》等都以四言为主。在先秦两汉的其他典籍中，如《史

记》所载《麦秀歌》，《左传》所载《宋城子讴》《子产诵》等，也都是以四言为主要体式。在西

周到春秋时期，最流行的诗体是四言诗。 

此后，传世的四言体诗歌不多，佳作更少。能继承《诗经》遗风，称得上四言正体的，是

曹操《步出夏门行》《短歌行》与陶渊明《停云》诸作。此外，嵇康的《幽愤诗》，以至韩愈的

《元和圣德诗》、柳宗元的《平淮夷雅》，也有一定成就，曾被认为“词严气伟，非后人所及”（《文

章辩体序说》）。宋代胡一桂亦工四言诗，但比起《诗经》中的佳作，境界大不相同，而且篇幅

较长，又未分章，所以有人称之为四言变体。 

为什么我国最早的成熟诗体是四言而不是其他形式呢？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

古代汉语是以单音节构词法为其特点的，最常见的是一音一字一词，偶尔有复音词，但那是

少数，而且一般为双声或叠韵词。既然以单音节词为主，那么每一字的容量、内涵就比较大，

可以表达一个独立的意思，这就为运用较少文字来表达较多思想感情提供了条件。如果没有

这个前提，那么仅用区区四字，不要说难以成为一种诗体，连是否能较明畅地表情达意也是

问题。第二，诗歌起源于劳动生活，这一点为多数文学史家所承认。因此最早的诗歌形式，

往往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劳动的节律。鲁迅曾经说过，那由第一个人创造出的文学是“杭育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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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派”。“杭育杭育派”即包含了原始诗歌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特征：简单的音乐节律和语言平衡。

按照这样的基本要求来看，只有四言最相适应。它既简练，又富于节奏感和平衡感（一般由

两个双音节的词或短语组成），而且便于咏唱，便于记忆，有可能对事物作相当程度的描写。

所以，从西周初直到春秋时期，在大约五六百年的时间内，诗歌领域是四言诗的天下。“诗三

百”不仅是我国第一个诗歌高峰的标志，也成为整个诗歌史上四言诗最高成就的体现，无论从

抒情还是叙事的角度看，四言诗歌艺术在“诗三百”中都几乎臻于极致。如人们所熟知的诗篇《关

雎》《蒹葭》《氓》《七月》《东山》《采薇》等，都是后世四言诗以及其他体式诗歌作者所学习

借鉴的典范。 

春秋时期以后，四言诗创作并未绝迹。战国时期有些零星歌谣即是四言的形式，如《乌鹊歌》

《三秦记民谣》等。汉代的韦孟、东方朔、杨恽等均写过四言诗，在汉乐府歌辞中尚有不少四言

作品。三国时曹操父子以及王粲等都有四言作品，魏末的嵇康，西晋的陆机、陆云、潘岳，东晋

的陶渊明等，也都作过四言诗。这期间也出现过若干佳作，如曹操《步出夏门行》《短歌行》，“对

酒当歌，人生几何……”人们至今吟诵咏叹。然而从总体上来看，四言诗的创作势头已大不如前，

至南北朝式微更甚，除了在一些死守古雅、庄严传统的郊庙歌辞中尚保留着一席之地外，在日益

丰富多彩的诗歌创作园地里，四言诗已不占重要地位了。 

（二）五言诗 

五言诗指的是每句五个字的诗。五言诗起源颇早，《诗经》中已有五言的句子，如《召南·行

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大雅·緜》有：“虞芮质厥成，文王

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这些成章节的诗句，虽还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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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篇，但无疑是五言诗的萌芽。战国时期有《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

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此歌见载于《孟子》，似是一首五言歌谣，不过两个“兮”字又使它类于楚

辞体。此外尚有五言诗起于李陵《与苏武诗》的说法，但后人多加以否认，如苏轼题《文选》

便说：“李陵、苏武，五言皆伪。”也有五言起于《古诗十九首》之说，但亦未获广泛认同。 

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五言诗应该是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汉初有《戚夫人

歌》，它前二句为三言，后四句为五言，形态尚不够完整，但基本上算五言了。此外，有几首大

体上可以判明为西汉中后期的乐府民歌，也是五言体的，如《东光》《江南》。《汉书·五行志》

载成帝时童谣：“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雀巢其颠。昔为人所羡，今为人所

怜”，也是西汉后期一篇完整的五言作品。不过这些都属歌谣，在整个西汉时期，文人所作五言

诗均不得睹。过去有“枚乘诗”“苏（武）李（陵）诗”等说法，不过前人早已辨其不可信。 

五言诗在东汉，无论民间歌谣还是文人创作，都有了长足进展。这当是五言体显示了巨大

优越性的必然结果。相对于四言诗，五言诗虽然只是一字之增，但它增加的是一个节奏，因此

句中的容量就增大不少，表现功能也强得多，并且给诗句的变化曲折提供了更多余地。钟嵘在

《诗品序》中指出，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而五言诗比四言诗多一个字，较易容纳双音词以

至三音词，能配合词汇的发展。古代歌、诗关系密切，乐曲日趋丰富繁复，五言诗的音节富于

变化，亦较能与音乐配合。 

五言诗能够容纳更多的词汇，诗歌的容量得以拓展，可以更灵活细致地抒情和叙事；音节

奇偶相间，更富于音乐美，更为适应汉以后发展了的社会生活，因此逐步取代了四言诗的正统

地位，成为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为了和后来出现的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区别开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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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唐代以前的五言诗通称为“五言古诗”或是“五古”。 

五言诗是在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秦始皇时的民歌《长城谣》：“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

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就是使用五言。汉代的乐府诗如《江南》《白头吟》《陌上桑》

《孔雀东南飞》等也是五言。文人作的五言诗，一般认为最早的要算东汉班固的《咏史》，此后

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和赵壹的《疾邪歌》等，表现技巧日趋成熟。东汉佚名“古

诗十九首”的出现，则标志着五言古诗已经达到成熟阶段。 

五言诗在曹植笔下扩大了其范围，至建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言诗已“居文辞之要”，成为

最盛行的诗体，出现了大批名作。从民间歌谣来看，今存汉乐府民歌中的五言作品，大部分是

东汉时期产生的，包括一些佳作，如《饮马长城窟行》《上山采蘼芜》《双白鹄》《十五从军征》

《陌上桑》等。它们不仅在内容上反映了多方面的社会生活，体现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

神，而且在艺术上也颇有发展，在叙述故事、描写人物上取得了很大进步。如《陌上桑》运用

多种手法，从多种角度描写罗敷的美丽动人，又通过人物语言来表现她的勇敢机智，写得很成

功。另外，在比兴的运用上也很有特色，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如《枯鱼过河泣》：“枯鱼过河泣，

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全篇皆比，比得巧妙新颖，沈德潜评论道：“汉人每有

此种奇想。” 

从文人创作来看，东汉时期又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先写作五言诗的是班固，他的《咏史》

五言十六句，写汉文帝时缇萦救父故事，句式整饬，但拘于敷衍事迹，技巧颇为稚拙，钟嵘认

为“质木无文”。这是文人学习民间新诗体之初的现象。班固以后，又有张衡《同声歌》、秦嘉《赠

妇诗》、郦炎《见志诗》、蔡邕《翠鸟》、赵壹《疾邪诗》等产生。这些作品，比起班固《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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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有了进步，其共同的特点是抒情性增强了。秦嘉、蔡邕、赵壹等都是东汉末桓、灵时之人，

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汉末五言诗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准。能够充分代表东汉文人五言诗水

平的，还应推被萧统收入《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它们与一般乐府五言民歌有不小的差异。首

先，乐府民歌多数重于叙事，而“古诗十九首”则全为抒情性作品，“大率逐臣弃妇、朋友阔绝、死

生新故之感”（沈德潜）。如《陌上桑》《十五从军征》一类故事性很强的作品，“古诗十九首”中一

篇也没有。其次，“古诗十九首”虽然还保留着一些民歌的风格，但在驱遣文辞、巧妙运用比兴来

表现和烘托情绪上，又比乐府民歌更加细腻圆熟。它们写出了自然深婉的意境和真切感人的气

氛，刘勰说它们“婉转附物，怊怅切情”，钟嵘说它们“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甚至“一字千金”。因

此历来论者都以为是汉末文人所作，甚至有人认为可能是建安诗人曹植、王粲的手笔。 

建安时期可说是五言诗的高潮。建安文人受汉代文人的影响，也写辞赋，但他们更多地把

主要创作注意力转向了诗歌，在诗歌中又以五言诗为主。建安作者中较年长的曹操的诗远比赋

多，而诗歌中则四言、五言参半。两种诗体中都有佳品，著名的《蒿里行》《薤露行》《苦寒行》

等都是五言。曹操的这种四、五言兼涉的情况，与汉末的秦嘉、蔡邕等相似。至于王粲等“七子”

和曹丕、曹植兄弟，就显然都以五言诗创作为主了。他们的优秀作品，绝大多数是五言，如王

粲《七哀》，徐幹《室思》，阮瑀《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曹丕《清河见挽船士新婚

与妻别作》，曹植《送应氏》《杂诗》《赠白马王彪》等。此外，如繁钦《定情诗》、蔡琰《悲愤

诗》等，也都是五言。建安文人五言诗比起“古诗十九首”来，又有进一步提高。具体表现为描

写题材有了很大扩展，不仅有个人抒情述志之作，也有反映社会重大事件的“诗史”式作品，这

就大大充实了五言诗的艺术功能。另外，在词采的丰富和描写手段的多样等方面，建安五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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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们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总之，正如刘勰所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心雕龙·明

诗》），五言诗从建安开始，就进入了全盛时期，并较长时间占据了诗坛的统治地位，不仅压倒

了四言诗，也压倒了辞赋，成为文人展现才华的主要方式。 

建安以后，五言诗的优秀作者层出不穷，如阮籍、左思、刘琨、郭璞、陶渊明、谢灵运、

鲍照、谢朓等，他们在我国诗歌史上都是重要人物。到南朝梁、陈时期，出现了“转拘声韵，弥

尚丽靡”的靡弱风气，不过作为一种诗体，五言诗却就在此时又完成了一次自身的改进，这就是

由于声律学的发达而形成了新的五言格律体，从此五言诗又以古体和近体两种面目盛行于诗坛。 

（三）六言诗 

六言诗指的是每句六个字的诗。六言诗最早见于《诗经》，其中有单句，亦有偶句。如“置

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魏风·伐檀》），“室人交遍谪我”“室人交遍摧我”（《邶风·北门》），“行役

夙夜无已”“行役夙夜无寐”（《魏风·陟岵》），“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豳风·七月》）。因为

《诗经》中出现了六言句，挚虞和刘勰论六言诗的起源，才追根溯源到《诗经》。但是《诗经》

中的六言诗仅是散句，既比较少见，又没有两句以上的六言句连续出现的情况。所以，如果以

为在《诗经》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完整的六言诗，显然缺乏说服力。 

到了《楚辞》时期，六言句开始较为常见。《离骚》的基本句式是上七下六，如“驷玉虬以

乘笲兮，溘埃风余上征。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玄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珥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这样一种句式，如果去掉上句的“兮”字，实际上已经具备了

六言诗的雏形。《九辩》中甚至出现了连续四句以上的情况：“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私

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如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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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独立成为一首诗，至少应该有四句以上，否则只能算是诗句，而不能算是一首完整的诗歌。

可以说，《离骚》的上七下六句式及《楚辞》中大量出现的整齐的六言句，为六言诗走向成熟奠

定了基础。 

两汉诗歌以五言和杂言为主，六言句虽较常见，但多是散句。如清调曲《董逃行》有“山头

危险大难”“百鸟集来如烟”“小复前行玉堂”“陛下长生老寿，四面肃肃稽首，天神拥护左右”；杂曲歌

辞《悲歌》有“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瑟调曲《妇病行》有“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

笪笞”等六言句。与《楚辞》不同的是，汉乐府中的六言散句多是实词，“兮”“之”“其”“乎”等虚词已较

少见。这一变化是六言诗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梁鸿有《五噫歌》和《适吴诗》，皆是

六言。《适吴诗》与《楚辞》中的六字句相类，因每句都使用“兮”字，故可以骚体视之。 

东汉文人的抒情小赋有很多整齐的六言句。如果独立出来，就是颇为严整的六言诗。例如：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

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张衡《归田赋》）。“感平生之游

处，若埙篪之相须。何今日之两绝，若胡越之异区？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躇。想昆山之

高岳，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苟竭心

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薄躯。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恃隆

恩于既往，庶弥久而不渝”（祢衡《鹦鹉赋》）。这些段落不仅都是整齐的六言句，而且讲究韵律，

注重对仗，同成熟的六言诗几乎没有差别，对六言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诗经》中偶尔可见的六言散句，到《楚辞》中六言连句的频繁出现，再到两汉乐府较少

使用虚词的六言句，最后到梁鸿的《五噫歌》《适吴诗》和东汉文人抒情小赋中出现的六字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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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可以清楚地看出六言诗发展演变的轨迹。尽管规范的六言诗直到建安时期才出现，但建安之

前六言散句在句式、用词、音节、韵律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却预示着六言诗演进的基本方向，使

完整规范的六言诗的出现成为水到渠成之事。 

完整而规范的六言诗是在建安时期才出现的。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六言诗，是孔融的三首六

言诗。建安七子中的孔融，诗文俱享名于当时。在诗歌创作上，他在借鉴《诗经》《楚辞》和两

汉乐府六言散句的基础上，创作出了完整的六言诗。“东汉末年道微，董卓作乱乘衰。僭上虐下

专威，万官惶怖莫违。百姓惨惨心悲。”“郭李纷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

公归来。”“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

苦寒心悲。” 

孔融之后，曹丕、曹植兄弟皆有六言诗传世。曹丕有六言诗三首，其中《黎阳作诗》和《令

诗》是规范的六言诗；《寡妇诗》形式为六言，但因每句第四字为“兮”字，因而可视为六言别体。

《黎阳作诗》是曹丕早晨经过黎阳，准备东渡黄河时所作。诗人在黎山之上四面望去，“北观故宅

顿倾，中有高楼亭亭，荆棘绕蕃丛生。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凄宵零”，不由得生出“彼桑梓兮伤

情”的感慨。《令诗》是曹丕即将称帝时所作，前三句“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

靡恃”，表达了对即将禅位的汉献帝的谴责之意，而“吾将以时整理”之句，不经意间流露出诗人

志在天下的抱负和雄心。 

从汉魏以来直到初唐，六言诗作品虽不多，但并未绝迹，不过这些六言诗仅用于乐府曲辞，

而不是文人抒情述志的诗体。其后诗人也偶尔写过六言四句的短诗，如王维的《田园乐》：“桃红

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僮未归，鸟啼山客犹眠。”六言诗到唐代，有的和五言、七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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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一样，逐步发展成为格律诗。 

（四）七言诗 

七言诗指的是全篇每句七个字或以七字句为主的诗体。七言诗起源于民间歌谣，先秦时

期除《诗经》《楚辞》已有七言句式外，《荀子·成相篇》是模仿民间歌谣写成的以七言为主的

杂言体韵文。西汉时除《汉书》所载《楼护歌》《上郡歌》外，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

史游的《急就篇》等七言通俗韵文。东汉七言和杂言民谣更多，如东汉末年的《小麦谣》《城

上乌》（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桓灵时童谣《举秀才》（葛洪《抱朴子·审举》），都是生动

流畅的七言和杂言的民间歌谣。相传汉武帝曾集聚群臣作柏梁台七言联句，魏曹丕的《燕歌

行》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独立创作的完整七言诗，其后汤惠休、鲍照都有七言作品。鲍照的

《拟行路难》十八首在诗歌内容上有很大扩展，并且把原来七言诗的句句用韵变为隔句用韵且

可以换韵，为七言体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梁至隋，七言体诗歌逐渐增多，到唐代，七言诗

由滥觞而臻全盛。七言诗的出现，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形式，为诗歌提供了一个崭新

的、有更大容量的载体。 

七言诗的起源并不晚于五言，“诗三百”中已有一些七言句，如“二之日凿冰沖沖，三之日纳于

凌阴”（《七月》），“学有熙辑于光明”（《敬止》）等。到战国中后期，出现了以七言为主的劳动歌谣。

荀子的《成相辞》以七言为主，采用民歌的体式和腔调：“请成相：世之殃，愚暗愚暗堕贤良。

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伥伥。”《礼记·檀弓》所载《成人歌》：“蚕则绩而蟹有匡，范则冠而蝉有緌，

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也出现了七言句式。 

西汉时期有一些七言的谣谚，如“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谚约产生于武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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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时的《楼护歌》《上郡歌》亦是七言。乐府歌辞中有些作品如《董逃行》《薤露行》《蒿里行》

等都以七言为主，它们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产生于西汉武帝时。此外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这

是以七言为句的字书，是一本儿童的启蒙读物。它之所以写成七言形式，就是为了利用当时的

歌谣格调，便于记诵流传。又有东方朔 “射覆语”：“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促

促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实际上也是歌谣体。东汉的七言歌谣现存者较多，丁福保《全汉

诗》中就收录有《董宣歌》等十余首。歌谣之外，尚有不少七言谚语，如《戴侍中》等。东汉

的七言歌谣和谚语，就其数量言，大大多于五言的同类作品。即便是在杂言体的谣谚里，七言

句也比五言句多得多。不过在乐府歌辞里，则又颠倒了过来，五言作品大大多于七言。至于文

人七言作品，则整个东汉时期都找不出几篇来，只有张衡写了一篇《四愁诗》，王逸写了一篇《琴

思》是七言韵文，但梁启超认为它可能是《楚辞》的某篇注文，不是诗。 

两汉时期的七言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每句都用韵。这是与四言、五言诗都不同的。其原

因可能是七言句音较舒缓，一句即可咏唱，另外句内字数较多，可以表达比较复杂、完整的意

思，所以一句就相当于一章，于是每句都须用韵。 

七言体发源甚早，而且在两汉时期七言歌谣和谚语也颇多，数量超过五言的同类作品，但

是，它们能够被收入乐府的却很少，而文人们则大多似乎不屑一试。同五言体相比，它显然受

着冷落。个中原因，大抵是与当时的文学观念有直接关联。在两汉人的观念中，“七言”这种体裁

是不能算诗的，《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说到刘苍著作时是这样叙述的：“章奏及所作书记、赋、

颂、七言、别字、歌诗”；又同书《张衡传》也写道：“所著诗、赋、铭、七言……凡三十二篇。”

可见，当时“七言”专列于诗之外。《后汉书》作者范晔是南朝刘宋时人，但他写的是汉代事，所



 

19 

以这可以认为是反映了汉人的观念。另外晋代傅玄作《拟四愁诗》，其序中却云：“张平子作《四

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七言不但不能算诗，而且被认为是一种“体小而俗”的东西，故而

难以被文人所接受。曹丕是张衡之后创作七言诗的又一文人，所著《典论·论文》是我国较早的

文学批评著作。他的《燕歌行》，写一位思妇在秋夜中怀念征夫的心理活动，颇为细腻婉约。《燕

歌行》体裁上比《四愁诗》更纯，是现存最早且技巧上非常成熟的七言诗。 

文人对七言体的轻视并不限于两汉时期，而是一直延续到魏晋以后。因而我们看到，在建

安诗歌的创作高潮中，七言诗凤毛麟角，而在建安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七言体又呈衰微状态。

除了民间歌谣中续有产生外，一些重要诗人如阮籍、左思、陶渊明、颜延之、谢灵运等全都以

五言著名，只有南朝刘宋的鲍照写了不少七言诗。他的《行路难》十八首（包括杂言），以充沛

的激情，奇丽的辞采，写出了诗人对身处的门阀社会的强烈不满。《行路难》作为一组优秀的抒

情七言诗，在形式上也有所改进，它舍弃了七言诗每句用韵的传统，改为隔句（偶数句）用韵。

这是七言体充分文人化的标志之一。然而，如同鲍照本人被排斥压抑一样，他的七言诗当时也

并未得到重视。在刘宋时以“休鲍”齐名的汤惠休也写过七言诗，如《白纻歌》《秋风》等，写得

也还颇有情致，但却遭到颜延之的鄙薄，说他的诗是“委巷中歌谣耳”。可见，鲍照虽然致力于七

言诗的创作，但它在诗坛上的地位仍然是不高的。刘勰《文心雕龙》中论及过各种文学体裁，

连“连珠”“对问”“七”等“杂文”都加以甄别论述，但却无一语及于七言诗。从梁、陈开始，有一些诗

人对七言体逐渐产生了兴趣，如吴均、王筠等也都写了《行路难》，还有萧纲、刘孝威、庾信、

卢思道、薛道衡等，都有七言作品，对七言诗的成见显然在逐渐消失。但与五言诗比较，其数

量及声势均难以相提并论，例如庾信的七言乐府就只有四五篇，在他二百余篇诗歌总数中仅占



 

20 

很小比例。至于七言诗的格律化，则是在五言近体已告形成的背景下，在梁、陈时期肇其端的，

如梁简文帝萧纲的《夜望单飞雁》：“天霜河白夜星稀，一雁声嘶何处归？早知半路应相失，不如

从来本独飞”，就已经大体近似于七言绝句了。 

七言诗的兴盛是从初唐时期开始的，具体表现为长篇的七言歌行有飞跃发展，著名的如卢

照邻《长安古意》、骆宾王《帝京篇》、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另外七言近体诗也为越来越

多的诗人所掌握，产生了许多佳篇。公元 700 年 5 月，武则天驾幸河南石淙山，命侍宴群臣共

作了一组十六首《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诗，它们全部是七言，其中有几首（李峤、崔融、

薛曜等所作）还是格律严整的近体诗。至此，彻底扭转了七言诗难登大雅之堂的局面。 

在唐代的诗歌大繁荣中，五言、七言是两种最基本的诗体，包括它们各自的古体或近体，

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它们在反映社会现实和抒情述志各方面的功能，也发挥到了极致，产生

了许多不朽诗篇，李白、杜甫等大诗人则往往是五、七言兼擅，均有佳作。 

（五）杂言诗 

杂言诗指的是长短句式间杂的古体诗，字数不定，较为随意，短句最少的只有一字，长句

多达十一字，通常以三、四、五、七字相间者居多。不过由于诗中句子还是主要以七言为主，

所以许多杂言又可算是七言古诗。杂言诗由于句子长短不受拘束，给人一种奔放自由、灵活多

变的感觉。以情致或气势胜的诗人都比较偏爱写作杂言诗，李白可说是最擅长杂言诗的诗人，

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都是杂言诗的佳作。 

二、押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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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体诗虽然在写作上较为自由，但并非完全不讲究格律，只是没有近体诗那么严格，它对

押韵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一）古体诗的押韵 

古体诗一般是偶句押韵，单句不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也可每句都押韵；既可押平声韵，

又可押仄声韵；在仄声韵中有时还要区别上声韵、去声韵和入声韵。另外，古体诗用韵比近体

诗宽，可以一韵独用，也可以两个以上的邻韵通用；有的古体诗还可以转换韵部，平仄韵混押，

还有个别句子不押韵也可。下面试举一些诗歌为例。 

全篇一个韵的： 

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语韵） 

邻韵通用的： 

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九） 

李  白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